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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南亚航运通道是国家能源等运输的关键路径，其利益攸关方形成了众多的安全合作机制。已有文

献对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阐释，但对其困难性未有全面研究。为此，以马六甲

海峡为例，从航运通道安全的定义和内涵入手，介绍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并应用建构主义理论和新制度经济

学方法探讨了合作机制的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制度变迁的原因和趋势，提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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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运通道安全的定义及表现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同的安全的定义是沃尔弗

斯 1952 年提出的。“安全可从两个层面解释: 从客观上

讲，表明对所获得的核心价值不存在威胁; 从主观上讲，表

明不存在此类核心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1］ 航运通道

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战略、经济、环境、航行等四个方

面，航运通道安全也可以从这四个层面展开: 战略安全( 运

输士兵及物资、军舰及潜艇航行的通道、战略封锁、外交军

事威胁) 、经济安全( 贸易特别是能源和大宗原料贸易) 、环
境安全( 船载化学品、有毒有害辐射物质、原油等泄露) 和

航行安全( 航行畅通、人为因素如海盗和自然因素如台风

对人身和财产造成的威胁)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重新

审视安全发展的新动向，提出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

分类［2］。关于航运通道安全，本文将战略安全和航行安全

归入传统安全范畴，将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归入非传统安

全范畴。
东南亚地区的航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经济、环境

和航行方面的价值，在二战结束之后的 60 多年中，这一价

值反复得到了验证［3］。东盟作为区域内最重要的集体安

全组织迅速扩大影响，并最终形成了东盟十国的阵容，区

域内的所有国家( 东帝汶除外) 均已加入。这一阶段，传统

安全之外的诸多威胁日渐凸显，并日益成为棘手的新的安

全问题，比较重要的是环境问题和海盗问题［4 － 5］。

二、航运通道安全的国家主体
航运通道安全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最核心的原因仍是国家利益问题［6］。然而，

不同国家在这些航道上的利益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拥有

的维护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千差万别。本文将东南亚航道

安全的国际关系主体界定为 7 个国家，分别是区域内国

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区域外国家———
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选择的标准是这些国家在马六甲

海峡的安全问题上有重大国家利益，并且具有一定国际影

响力。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国际

政治的最基本假设是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的最大特点认

为无政府状态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

分明的阶段［7］。温特提出的身份—利益框架和结构—施

动者框架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的重大创新。现阶段，东南亚

航道( 马六甲海峡) 安全牵涉诸国的身份—利益假设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以上分析可看作宏观层面的国际关系分析，所涉及的

身份和利益均为从整体层面考量的结果。合作机制的形

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六甲海峡涉及的国家主要有 7
个，本文拟从局部到全局剖析合作机制的形成及中国在合

作机制中的身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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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诸国身份

表 2 诸国利益

注:“+”个数代表重要程度，“－”代表此处无利益。

三、新—马—印集体身份的形成

( 一) 三国的天然禀赋和安全趋向

1． 新加坡: 利益趋向型和安全弱势型

在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安全方面，新加坡是最显著的获

益者。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新加坡大力发展航运

业，可以说，今天的新加坡是建立在马六甲海峡这条国际

水道上的。但是，由于国家体量极为有限，新加坡的危机

意识非常强，不得不较多地依赖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
总体上，这种安全策略对新加坡来说是相当明智的选择。

2． 马来西亚和印尼: 成本规避型和安全强势型

马六甲海峡带给马、印更多的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

负担，而不能带来经济层面的利益 ( 马六甲海峡一直免费

通行，不同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 。这直接导致两

国没有主动地解决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问题。但是，两国都

拥有大国抱负，至少是区域的大国。两国在军事战略方面

强调独立，反对大国的干涉，积极发展本国军事实力，因此

安全防卫实力其实不弱。

( 二) 集体身份的形成

表面上看起来差异很大的三个国家在关乎马六甲海

峡安全的议题上达成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即使在安全合作

机制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三国都力图对外保持

“同一个声音”，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的结合可以被认定

为安全共同体的雏形［8］。集体身份的形成需要很多因素

的共同作用，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 相互依存、共同命

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前三个是主动变量，第四个是助

然变量［7］。

1． 相互依存

行为体之间相互依存指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依赖，

互动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是不对称的。彭芳从三

个方面论证东盟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低。但是，在马六

甲海峡安全维护的微观层面，沿岸三国的相互依存度相当

可观［9］。马六甲海峡由三国共有，脱离任何一国的参与都

不能形成集体行动，而各自为战的安全策略往往意味着低

效和漏洞。例如，一国在海上追赶海盗时，海盗迅速逃至另

一国领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追赶海盗的一国执法

力量不得未经允许进入另一国领海，即使是处于正当目的

( 抓捕海盗) 。在这种情况下，海盗得以侥幸逃脱。没有相

互之间的合作，打击海盗之类的安全问题要得以彻底解决

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共同命运

行为体具有共同命运指的是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1968 年，日本以保证巨轮航行安

全的理由对马六甲海峡进行了广泛的勘测［10］。1969 年，

当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先后宣布把 3 海里的领海权扩大到

12 海里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同年 7 月，日本在一个国

际会议上提出“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主张。日本的诸多

言论和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高度关切马六甲海峡，但在

沿岸三国看来，却不得不应对外来威胁。马六甲海峡的沿

岸三国很快做出合作的选择，这就是影响深远的 1971 年三

国联合声明，声明中强调马六甲海峡的防务由三国共同负

责，排斥域外国家的干涉。
3． 同质性

组织行为体可以在两个相关方面相似，即团体身份和

类别身份。仅从三国的角度考虑，新—马—印三国确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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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甚大。但是在航道安全层面，这一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三国都是海峡安全的利益攸关方，维护好海峡安全有利于

各国的国家利益，三国都缺乏足够的海上安保力量，都不

得不应对域外国家的干涉。三国均为地区性重要国家，都

有殖民地历史。同质性能够促成合作乃至集体身份的形

成，这个身份就是马六甲海峡安全的保护国，而且是最重

要的首要的保护国。
4． 自我约束

根据温特的观点，以上三点是集体身份形成的有效原

因，自我约束则是助然原因。对于群体来说是有益的事

情，但对于群体中的国家可能并非如此。马六甲海峡沿岸

三国中，新加坡一直都秉持大国均衡的战略，形成区域内

的大国均势，这对新加坡来说才是最佳的安全战略。2004
年，最初积极邀请美国的新加坡最终选择与马来西亚和印

尼妥协，放弃邀请美国，与马印两国成立联合巡逻机制，可

认为是自我约束的典型例子。

四、“七国”集体行动的困境
达成合作机制的各主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影

响集体行动的因素包括集团的规模、个人获益度、集团的

组织成本、选择性激励［11］。由于沿岸三国的集合是在外部

压力下促成的，这种集体身份形成的初期，集体行动面临

诸多挑战。首先，集体决策很难，并且集体内的任何一个

主体追求纯粹的效用最大化是不可能的。新加坡是航道

安全的最大受益者，迫切希望三国加强在维护安全方面的

投入，另外两国则缺乏这种动力，其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
其次，不同规模的成员在集体中的影响力不与其人数成正

比。三国的人口基数差异巨大，人口最多的印尼并非最强

势的一方，人口最少的新加坡也非最弱势的一方。最后，

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并不总是能达到均衡，而往往形

成特殊利益集团。将这一理论放大到七国的合作机制中，

集体行动的困境更加明显。

( 一) 搭便车

搭便车理论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集

体行动的逻辑: 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 1965 年) 一书中提

出［12］。在马六甲航道安全的问题上，日本、中国可以认为

是搭便车的典型。以 2004 年的风波为例，三国不得不付出

的代价是加强在安全维护方面的投入，包括安排更多的巡

逻装备和人员等等。日本、中国是马六甲海峡主要的使用

国，在这一轮博弈中，日本和中国并未付出什么，却享受了

航道安全形势转好的公共产品［13］。

( 二) 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哈定发表的一篇文章《公

地的悲剧》( 1968 年) 提出来的［12］。国际航运通道作为一

项公共资源，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航道来完成跨国贸易，

为自身的经济发展谋取利益。国际航道长期无法界定产

权归属，因此没有人愿意主动约束自己，贡献自己的资源

来维护航道的可持续使用前景，长此以往，国际航道的航

行环境会日渐恶劣［14］。

( 三) 成本收益错位

在集体行动中，由于各个行为体天然的不同禀赋，集

体行动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在分配时常常出现错位的现象。
这就意味着成员的行为趋向会很不相同，对于形成集体行

动有相当不同的态度。航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侧面，

属于微观角度的分析。从航运通道安全的四个层面对东

南亚航运通道安全所涉“七国”进行微观身份—利益分析，

见表 3。

表 3 微观身份—利益分析

合作机制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文已经提到，

马六甲海峡涉及的国家主要有 7 个，考虑到新马印三国采

取的一致态度，故将三国视为一体。因此，本文述及合作

的主体是沿岸三国、中国、美国、日本、印度。
1． 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区别于上述“相互依存”，差别主要在于后者

的程度更强。本文认为在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层面，上述

七国呈现出复杂且多样的相互依赖图景。综合来看，中、

日需要一条安全通畅的航道保证其庞大的海外贸易。美

国在“9． 11”之后对于恐怖主义的打击不遗余力［6］。这就

意味着沿岸三国需要提供航道安全这一公共产品。中日

的庞大商船队途经海峡，发生环境污染的概率一直存在，

沿岸三国对于环境安全这一国家利益的重视需要中日商

船队在技术层面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新加坡一方面获

益于可观的航运运输，另一方面也担心环境安全。这使得

其对安全的维护意识特别强烈，也更加依赖他国的合作。

印度的国家利益相对较少，使其可以从容参与到航道安全

国际合作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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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惠互利

互惠是达成合作的非常有利的方式，但是有几点需要

注意。首先，不是所有主体都遵从利益趋向型的合作模

式，有些主体之所以参与到合作机制中，是为了规避可能

更大的成本。在现有的马六甲海峡安全合作机制中，中、

日、新、美、印( 度) 可划归利益趋向型，马、印( 度尼西亚) 可

划归成本规避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马六甲海峡

的利益是战略安全和环境安全，对两国而言，均属于被动

类型的利益，即自身无需做出过多努力，只需防止他人的

侵害。他们所能换来的只是较好的国际声誉( 打击海盗)

和国内声誉( 维护主权、保护环境) 。选择放弃合作，他们

将不得不承受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不满，因此，他们选择

规避更高的成本来参与合作。
3． 重复博弈

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现实中，行为

主体之间的互动是长期的，即通常所说的重复博弈。国家

之间的互动可被认为是重复博弈的典型。在战后的数十

年间，这几个主要国家之间的交往或疏或密，但从未彻底

中断。博弈直接获益的一方可以采取各种策略，来促使不

愿参加合作的一方改变态度。日本曾经提出马六甲海峡

国际化，美国提出进驻马六甲海峡，都可看做博弈中的具

体策略，此外，中、日还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使得合作机

制更加平衡，也更具可持续性［14］。

五、安全合作制度变迁的原因和新合作机制的

形成

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单一薄弱到

多样有效，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马六甲海峡没能像苏

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那样建立一套收费通行系统。马

六甲海峡是一个天然的优良海峡，地理位置优越，其使用

的期限可以追溯到约公元 4 世纪，当时阿拉伯人开辟了从

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南海到达中国的航线。近代以

来，国际贸易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利用马六甲海

峡来开展海上贸易。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海峡是公共的

通道，不应该为通行而支付任何费用。道格拉斯·诺思采

用路径依赖的原理解释了经济制度的变迁，因此获得了诺

贝尔经济学奖。“路径依赖可理解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

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

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

的体系所取代。”［11］长期的不收费历史形成了一大批实力

强劲的既得利益者。最初，马六甲海峡航道安全机制将海

峡沿岸三国作为唯一的安全维护者，即三国承担了所有的

安全维护成本。但随着海盗问题的日益猖獗，环境问题一

再发生，维护航道安全变成了沿岸三国一项沉重的负担，

而且是成本—收益不成比例的负担。考虑到这种模式的

不可持续性以及事实上的低效( 海盗问题依旧猖獗) ，选择

一条新的安全保障机制显得很有必要。

一种方式是由海峡的利益攸关方派出武装力量来打

击海盗，维护航行安全。这显然不能得到三国的同意。另

一种方式是由沿岸三国提供联合巡逻，其他海峡使用国提

供资金和技术协助，而不是直接参与武装力量。这种方式

具有可行性，并符合“七国”集体行动的原则。

首先，旧制度转换到新制度的成本较低。航道的安全

巡逻任务依旧由三国联合负责，只是增加了其他利益攸关

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需对现有制度做大的调整。其次，

新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新制度表面上增加了利益攸关

方的投入，但是这种投入增强了三国安全机制的效能，使

其商船队的损失大大减少。总体上新制度的运行成本要

低于旧制度，新制度解决问题的效能更高，直接的衡量是

海盗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综合看来，这种制度的变迁较

为容易实现，而且客观上增加了各方的整体效用。

六、结论
东南亚航运通道安全合作机制在形成、运行和变迁上

都存在困难。在进行深入分析和脉络梳理之后，综合文中

关于航运通道安全合作机制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第一，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需要很多主观和客观层面

的条件，现实中往往是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合作却

难以推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缺乏足够的合作

意愿，或者缺乏足够的彼此信任。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加强

交流和沟通。近年来，中国主动参加各项论坛会议，在倾听

他国声音的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化解误会、增进理解，

乃至最终达成合作很有裨益。

第二，“搭便车”的现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避免，

所以智猪博弈的现象往往一再上演。中国、日本曾一度是

“搭便车”的“小猪”，随着三国进一步投入的力度减弱和海

盗问题的加剧，中国、日本逐步演变为承担更多技术和成

本投入的“大猪”，同时也享受更大份额的收益。

第三，公地悲剧的标准解法是明确公地的产权归属。

这一过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并实施后已经基本

得到了解决。产权一旦确定，相应的海上安保责任和环境

监督责任就迎刃而解。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马

六甲海峡属于沿岸三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他国船舶拥

有无害通行的权利。从法理上讲，这一问题已经解决。

第四，路径依赖属于价值中立的现象，在航运通道安

全的合作中巧妙地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譬如，会议论坛机制虽然缺乏约束力，难以达成可操作性

强的实施机制，但是各国依据历史选择会议论坛的形式沟

通观点、共享信息，避免了互相猜忌、单方行动等恶性的国

际行为。此外，长期的论坛会议机制能促成一些实施机制

的出台，对最终解决航运通道安全问题大有裨益。

第五，成本收益错位是目前合作机制的最大挑战，解

决这一困境需要合作各方协商确立新的制度，重新分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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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承担和收益的分配。目前，一些合作机制实际上已经

开展这些工作，比如海峡基金。虽然从法理上说公地悲剧

已经得到解决，但在实践层面依旧存在矛盾。海峡基金固

然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但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基金的管理

没有先例可循，最终效果尚难预料。
综上，新的合作机制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由沿岸三国

提供联合巡逻、其他海峡使用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而

不是直接参与武装力量。中国积极参与其中，一举两得，

除可以获得经济层面的利益外，还有助于提升“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因此，这种新机制是比较适合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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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ipping channel of Malacca Strait is a critical path for energy transport． Stakeholders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ast
Asian shipping channel accomplish numerous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Existing literatures explained a lot on the need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but its difficulty is not a comprehensive study． The Malacca Strait
is taken as an example，starting from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shipping channel security，to describe existing security cooper-
ation mechanisms． Constructivist theory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pproach a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coopera-
tive mechanisms，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and causes and trend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to promote a new security coopera-
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security of shipping channel;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vist theor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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